
1945年，吴伯箫离开了他心中“革命的帕米尔”——延

安，他曾在这里生活了8年。奔赴延安是吴伯箫一生中最重

要的转折点，自1938年奔赴延安后，他的后半生都与延安缠

绕在一起了。他在延安的生活经历，不仅影响了他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文学道路。

未到延安前的文艺探索

1905年，吴伯箫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吴花园村的一个乡绅

家庭。“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吴伯箫在省立曲阜师

范学校读书，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潮，参加过罢课、查日货的

斗争。1925年，吴伯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从此走入

了“革命新潮”的漩涡，思想观念日益激进。吴伯箫在求学期

间，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团活动，并且开始散文创作。1926

年 4月 14日，在《京报》“副刊”正式发表署名吴熙成的散文

《清晨——夜晚》。他还与同学一起创办《烟囱》，加入真社，

发表一些犀利激烈的言论，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叹

息。从北师大毕业后，吴伯箫返回山东，去青岛谋生，到抗日

战争爆发为止，他先后任职于青岛的几所学校。在这期间，

他认识了很多与他一样的青年作家，还有一些文坛上的老

前辈。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极大地鼓舞了吴伯箫散文创

作的热情。“九一八”事变后，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

策，撰写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导致发表作品的报馆被日

本浪人放火焚毁。1935年，他还与老舍、王统照、洪深等作

家一起，借《青岛民报》的版面，办了几期《避暑录话》。吴伯

箫在莱阳乡村师范任教期间，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

和训练。1937年10月，吴伯箫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学生，

带领200余名学生从莱阳乡师迁移到临沂。

1937 年 9月，吴伯箫把剪贴的《羽书》稿本托付给王统

照。这本散文集后由王统照编选成《羽书》集，于1941年由文

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吴伯箫后来是在延安偶然得知《羽书》集

早已出版的消息。《羽书》集的成书，也是战争年代王统照与吴

伯箫深厚友谊的见证。王统照先生亲自作序，言“伯箫好写散

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

思”。《羽书》集中的作品多为主观情感的抒发，情感细腻。《羽

书》集可以说是吴伯箫早期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预示着吴伯

箫散文创作独特风格的日益成型。

来到延安后的文艺工作

1937年底，吴伯箫投笔从戎，在安徽的国民革命军十一

集团军政训处任上尉处员。1938年4月，他因不满国民党消

极抗战，脱离国民党军，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延安时期的经

历，改变了吴伯箫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创作的道路。

1946年元月，吴伯箫在他的散文《出发点》中毫不吝啬地赞美

延安：“它是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底发动机，新中国底心脏。

它虽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玄奘取经的去处：但拿来取譬，它

却不多不少称得起是一个圣地。这个圣地不是属于神的，而

是属于人的，特别是中国人的。”

1942年前的延安，尽管物质资源十分匮乏，但从精神来

讲这里绝对地富足。延安开放自由、人人平等、朴实安适的社

会环境，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清廉公正、政策宽松，吸引

着成千上万像吴伯箫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穿越重重封锁线，

涌向延安。正如吴伯箫1961年在散文中所写的那样：“文艺

工作者像百川汇海，像百鸟朝凤，从全国四面八方，带着不同

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荟萃到嘉陵山下，延河水边。”“水流万

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

河。”

吴伯箫到达延安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

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学员，任班长，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学

习。后，此大队入驻延安东北的瓦窑堡镇办学。1938年5月

中旬，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

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成立，陆续组建多个小组，肩负

着报道前线战况的任务。1938年8月，吴伯箫抗大结业返回

延安，通过他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努力奋斗”。

1938年冬天，吴伯箫作为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的成

员，与卞之琳、马加、林火、野蕻等人，从延安到晋东南前线，

再转河北一带，挺进敌人后方，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在战

争环境中，吴伯箫选择集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报告文学

和以特写为主、时效性最强的文艺通讯，更真实、及时地报告

瞬息万变的前线状况，宣传抗战。这一时期，吴伯箫创作了大

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小品散文的数量不多。紧张的前线生活

磨练了吴伯箫，使他的视野得以拓展，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他奔赴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地上党盆地的屯留和潞城县

一带，亲自到打过胜仗的著名战场神头岭、响堂铺，采访转战

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指战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

艺性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如《潞安风物》《沁州行》《响堂铺》

《路罗镇》《微雨宿渑池》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主要是

再现八路军战士勇敢、机智地同日寇作战的场景，给人以现场

的真实感；从作品的艺术特色来看，这些作品笔中生情，一下

子就把读者带入抗日杀敌的前线去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作

品，从前线直接寄给远在重庆的老舍转《抗战文艺》，作为散文

发表出来，后收入《潞安风物》集中。这些报告文学和文艺通

讯，没有“口号化”、“标签化”的弊端，吴伯箫总能结合当地的

民俗、风情进行人文化的书写，富有鲜明的人文气息。散文研

究学者林非言：“我以为吴伯箫的报告文学具有极强的文艺

性。”

1939年 4月，吴伯箫回到延安，继续投入到紧张繁复的

文事工作中。他是“边区文协”的机关人员和执委，参加了边

区文协的重要工作，组织抗战文艺工作团，参加编辑《文艺突

击》等。1940年 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

大会，吴伯箫担任秘书长，并被选举为文协执委会成员。

1941年四五月间，吴伯箫主持了在大砭沟举行的鲁迅小说朗

诵会，并担任延安文抗的第二届常务理事。吴伯箫在这一时

期活跃于延安的各个文学团体，并是“延安文抗”机关刊物《谷

雨》《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等的重要撰稿人。

1941年3月，边区文协举行“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吴

伯箫作为“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发挥大学时所学英语专业

的优势，讲述了《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受到延安文艺界

的好评。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

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周文与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

年来文抗分会的工作，充分肯定该会成绩。

吴伯箫在活跃地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还始终不停地从

事翻译活动。在图书资料稀缺的延安战时环境中，吴伯箫从

《莫斯科》杂志刊发的新闻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翻译成汉语；

他根据艾思奇收藏的英译版海涅诗集，翻译《波罗的海》。在

延安的8年时间中，吴伯箫还在《解放日报》《中国文化》等发

表了不少翻译作品。他的翻译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同时也使他的创作融入了外国文学的基因。

与此同时，吴伯箫并没有放弃散文创作活动。在“文协”

工作时期的吴伯箫散文创作，是当时延安自由宽松文化氛围

下的产物，最直接的原因是受到“文艺月会”倡导作家“批评”

风气的感染和影响。他的思绪重归自我，创作了《客居的心

情》《向海洋》《书》《论忘我的境界》等散文，流露出内心深处

的抑郁和踌躇。这些散文延续了《羽书》的抒情风格，既展示

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也流露出徘徊在狭隘个人

小天地里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

1941年 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被

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吴伯

箫以边区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

教书的意见。说明这样做，一来可以深入实际，熟悉当地的生

活，搜集陕北无限丰富的民歌；二来可以接触学生和群众，做

一些文艺普及工作。”他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段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1942年 10月至1943年 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

会议确定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召开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的决

议。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自1943年1月30日开始，到5月

份结束，历时3个多月，来自国统区的吴伯箫成为这次整学会

议的重点。

抗战以前，吴伯箫曾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山东教育厅

任职，在济南乡村师范任教期间曾以维持学校秩序为由，不合

理地批评过进步学生，在一些左翼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保守的

甚至是“反动管理者”；当然，他也与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有过交

往。吴伯箫在边区教育厅任职期间，依据当时大城市的标准，

也对边区教育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建议，如主张中等教

育正规化，中等学校要有礼堂、课堂、浴室、图书馆等。基于以

上一些原因，吴伯箫成为1943年整风审干运动中边区教育厅

审查出来的第一个“特务”，以“重大特嫌”的名义被关押起

来。当然，在严苛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国民党特务机关故意

制造混乱，加之边区信息严重不对称、情报不准确等因素，应

该是造成边区审查机关误判的重要原因。当时，党内许多同

志对吴伯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杂文，如《论忘我的境

界》《山谷里的桃花》《客居的心情》《思考在天快亮的时候》等

进行了批判。

吴伯箫被关押后不久，又很快被放了出来，并且变成了

“坦白典型”。在随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作为坦白报

告团的成员，应邀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延安各单位

作巡回坦白报告，一时成为延安的名人。学界对于延安当年

的“审干运动”早有充分而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就目

前公开出版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尚未看到吴伯箫本人后来对

这段经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回应式记述，这似乎成为他刻意

回避的问题，成为他心里最隐秘的心结与痛楚。

再后来，吴伯箫进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他参观了大

生产运动的典型南泥湾以后，于1943年 9月写作了《战斗的

丰饶的南泥湾》。吴伯箫称：“座谈会后，下决心‘为人民服

务’，写作上走新路。《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是第一步，这一

步走得是对的。”

吴伯箫文学转型第一部代表作是散文集《黑红点》。经过

革命生活的切实体验，受过《讲话》的洗礼之后，吴伯箫积极深

入农村、投身到为工农兵写作的洪流中。他在1944年以后写

作了十余篇文艺特写，如《黑红点》《打娄子》《化装》《一坛血》

《游击队员宋二童》《文件》《“调皮司令部”》等，均收入《黑红

点》集。他写作出的一系列文艺通讯，真实地记录当年的战争

环境以及其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典型人物。这类作品长于客

观性与纪实性，具有现场感，能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纪实功能，起到了宣传抗战、宣传工农兵的

重要作用。

1943年 3月29日，国民党在西安搞过一次所谓的“追悼

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28位文化名人”的反共活动，被“追悼”

的这28人中就有吴伯箫。事实上，在延安的“审干运动”期间

没有一位文化人被杀，这些都是国民党造的谣。1944年春

夏，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采访。6月

24日，在延安边区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延安文化界招待中

外记者团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丁玲、萧军、艾青、吴伯

箫等被“追悼”的文化名人，都做了反驳性的发言和声明。吴

伯箫的声明以《斥无耻的“追悼”》为题，刊载在1944年7月3

日《解放日报》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论我自己，一个被

他们无耻地造谣中伤到开追悼会的人，六七年来生活在边区

民主政权底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恐怕比有的记者先生还要

强壮些），若干年没生过疾病；精神是最愉快的，年纪愈大愈感

到年轻。有生几十年来，唯有这个时期，我活得最有意义，最

自由，最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和我一样快乐的学习、工

作。我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在小学校里上学，也已多少懂得了

打日本，闹革命的道理。——就这样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很

好，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么？”

吴伯箫“被追悼”这件事传得很远。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

1982年5月给《吴伯箫散文选》作序时，也提及此事。“我跟伯

箫同志初次见面，握手道彼此相慕，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

会开幕的时候。未曾相识何以相慕呢？因为先此七年我就在

报上见到伯箫同志的名字，是在不寻常的新闻报道中见到

的。哪个月哪一天哪种报全记不得了，报道说西安开了个追

悼会，追悼在延安被害的若干人，其中就有伯箫同志的名字。”

“后来伯箫同志告诉我，西安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正在延安从

事文化工作，业余参加生产，被推选为纺线模范。消息传到延

安，他异常愤慨，认为这是对边区的诬蔑，也是对他本人的侮

辱，非大声控诉，撰文痛斥不可；可是身在延安，语言和文字都

没法向国统区传播。1944年有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

安，在座谈会上，伯箫同志把积蓄在胸已久的意思全部倾吐出

来，他知道通过中外记者一定能传播出去。他还把那天的发

言记下来，刊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斥无耻的

“追悼”》。”

吴伯箫病逝后，其好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怀念文章里也

提及此事：“1942年，我到重庆不久，就听说伯箫是一名纺花

能手，接着收到他从延安带给老舍先生和我的一封信。在信

上，他先向老舍先生道歉，说：你到延安访问，我没去看你，因

为那时我还没入党，不好意思见故人呵。另外一件事，请你们

二位务必替我辟谣！国民党反动派大造谣言，说我已经死了，

延安开过追悼会。这是多可恨，多无耻呵！”

对于吴伯箫的这段特殊经历，我们不应该苛求与指责。

在当时的“抢救运动”中，坦白行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们应

该设想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吴伯箫，那份迫切想被革命队

伍接纳的心情。其实，不光吴伯箫，当时“延安作家群”的好多

人都在下定决心、重塑自我。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

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

与前瞻》等文章，都是通过自我剖析、深深的反思，迫切地进行

思想上的改造。他们亟需取得集体的身份认同，成为工农兵

中的一份子，从行动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切断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尾巴，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去。某种意义上，

这是生命阵痛的蜕变与重生，是百炼成钢必要过程的其中一

环。事实上，包括吴伯箫在内的延安诸多作家、艺术家们都在

“浴火重生”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彻底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吴伯箫晚年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上的分

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

政工作时的产品，有的同志说是‘不务正业’。”此后他的散文

创作更多是一种自觉行为，进入一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

新的探索期。

重新出发的“延安情思”

1945年秋，吴伯箫跟随延安大学的干部队伍奔赴晋察冀

边区，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吴伯箫在延安生活了8年，

从青年走向中年，从成长走向成熟，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与

文艺界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他在这里实现了从关注自我走向

关注群体，再迈到关注人民命运、国家命运走向的精神蜕变。

吴伯箫刚刚离开延安，就开始怀念延安，这是一种刻骨

铭心的深情。他晚年时回忆到：“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

点》抒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热感情。”于是，他深情地写下了

《出发点》，讴歌“有两面旗子：一面是民主，一面是自由”的

延安。他在这篇充满激情的美文中这样写道：“延安市老百

姓的家，是人民的首都。哪地方有老百姓，哪地方的老百姓

就向往延安，拥护延安；延安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有民主

自由，就有幸福”，“事从延安出发，事是好事。人从延安出

发，人是好人。事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的。人好，因为是替

老百姓办事的。”

吴伯箫到华北与东北解放区后，主要从事文学教育工

作。1949年7月，他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

委员。1954年，吴伯箫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

辑，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审的领导工作，并坚持散文创作。“文

革”中他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一度中断了散文创作。新时

期以后，他恢复散文创作，不幸于1982年因病去世。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作品，主要收入《出发集》《北

极星》和《忘年集》三个作品集中。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

创作，依然是“延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吴伯箫晚年接受采

访时说：“我在延安生活了8年，度过了我青年的后期。我热

爱延安，把延安看作革命的故乡。”这句话足以表达吴伯箫以

及从延安走出去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延安情思”。

延安时期是吴伯箫散文创作历程中绕不开的一个转折

点，奠定了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文学活动的基调。延安

在吴伯箫的笔下成为一种文学意象，成为其散文创作的灵

魂。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散文中，其成就最大的散文都与

延安有关。延安时期的生活，从浅层次上看，给他提供了写作

的素材；从深层次上探究，是他散文创作的精神支撑和灵魂。

在《出发集》中，吴伯箫写作的《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回

忆当年召开文艺座谈会时的热烈场景，指出《讲话》对自己文

学创作道路的重大影响。在《延安——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不

平凡的13年》一文中，作者满怀激情，串联起毛泽东在延安

13年种种光辉事迹，展示了一代伟人的智慧、勤勉与雄才大

略。《北极星》一文指出《讲话》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给他以

及同时代的作家指明了创作方向。

1961年至 1963年，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现实

的困境，激发出吴伯箫内心深处的延安情思；而《人民日报》的

约稿，更是让吴伯箫回忆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延安生活。他

先后写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延安的歌声》《窑

洞风景》等一系列回忆延安生活的散文，后收在《北极星》集

中。他在《无花果（代序）——我和散文》中写道：“直到《北极

星》，离开延安15年回头再写延安，仿佛开始摸索到在文艺领

域里散文这条并不平坦宽广的道路。”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尤以《北极星》集最具有代

表性。吴伯箫在《延安》中，用凝练的语言歌颂了延安对中国

革命的巨大贡献，歌颂了在延安的生活，歌颂了中国共产党，

抒发了自己浓厚的“延安情思”，定下了这一组散文的主调。

《记一辆纺车》描述了“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鼓舞

下，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坚决地克服

了生存、生产困难。吴伯箫当年在延安是纺线能手，这源于作

者真实的生活体验。《菜园小记》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处

理，仿佛一首世外桃源的赞歌，歌颂了劳动之美、自然之美。

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随手引用了大量的流行于乡间

的农谚、歌谣，语言生动有趣。《延安的歌声》回忆了万人齐唱

《生产大合唱》的场面，通过歌声来歌颂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战

士始终团结一心，歌颂革命年代延安人饱满的精神热情以及

乐观的情怀。《窑洞风景》将极富陕北风情的窑洞，描绘成世界

上最理想的住所；而窑洞里极简的陈设，是对革命年代艰苦朴

素优良作风的最好注解。

这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和浓郁的时代色彩，并有

着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都渴望歌颂这

个伟大的时代，书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吴伯箫并没有跟随时

代的潮流，反而去书写关于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回忆散文，显得

更加情真意切，难能可贵。

别开只眼的情与思，是吴伯箫这组回忆延安散文的亮

点。回忆是对过去的重新体验，也是对往事的审美创作，采撷

到的往往是最尖端的情思。吴伯箫晚年时回忆他写作这组散

文的情景：“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

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高尔基写《我的童年》不是在他过流

浪生活的时候，而是在他蜚声世界文坛之后。现实生活，有些

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

天，20年后写20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

洗练，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

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

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8年；想写，想写，拖了20

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

景》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

久。”吴伯箫不愧是位散文创作的高手，简短几句就点出“回忆

性散文”创作的要旨。正因为有审美的过滤与再度创造，这组

散文才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具象回忆上，而是提升到更高的艺

术创造层面。

吴伯箫拥有“延安情思”，自觉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观”，

借用他在《记一辆纺车》中所说的“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

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来概括。《北极星》集有充实的内

容，体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语言表达上具有独特性，彰显了

作者的艺术追求，是吴伯箫风格成熟的标志。散文研究学者

林非先生认为：“老一辈的散文作家中，在解放以后还写出了

出色的作品的，大概首先要推吴伯箫了。”吴伯箫晚年也在创

作漫谈文章中写道：“选家说我：‘《羽书》奠定了散文的地

位。’那应当是勉强指分水岭的右侧；左侧自认可以从《北极

星》开始。”

散文往往是时代精神和文学风尚的晴雨表。时代的变

动，文风的流变，作家思想感情的发展，往往首先在散文创作

中显示出来。正如散文研究者葛琴所说的那样：“从散文作品

中间，更容易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文学倾向。”1930年

代生活在青岛的吴伯箫希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

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章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

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

约、冲谈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

文诗……”而到了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的创作

少了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感伤情调，多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的真实与朴素。吴伯箫努力地寻求政治与文艺创作的契合

点，将个体情怀中的“小我”融入到时代洪流中的“大我”中去。

吴伯箫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了延安时期一代知识分子

的转型之路。1961年6月，吴伯箫这样在《延安》中深情而浪漫

地歌吟道：“哪一个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到延安去’是一种

豪迈的行动。‘作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

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

我们不妨再设问一下，吴伯箫1938年在奔赴延安的路上

会不会想到，这路途的终点将会影响他的未来人生呢？

（作者单位：梁向阳，延安大学文学院；梁爽，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35经典作家经典作家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第87期

经典经典作家之作家之
吴伯箫吴伯箫

吴伯箫的延安之路吴伯箫的延安之路
□□梁向阳梁向阳 梁梁 爽爽


